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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

耦合协调研究：基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观思想
1

陈肖飞
1
，郭建峰

1
，姚士谋

2

（1.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

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2.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江

苏 南京 210008）

【摘 要】：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要指标，构建耦合协调模

型，计算 2010-2015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在大地伦理观指导下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两

者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度在 0.466到 0.667之间，均值为 0.515，

整体处于拮抗阶段与磨合阶段的过渡期。②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调度差异较大，协调度值在

0.048 到 0.338 分布不等，均值为 0.155，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③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

合协调空间类型可以分为 3 类，分别是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磨合区（绍兴、镇江、常州、杭州、台州）、新

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上海、嘉兴、南通、泰州、扬州、宁波、舟山）和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中度

协调区（南京、苏州、无锡、湖州）。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指导下，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同发展

机制，为建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协同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长三角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205；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227（2018）04-0715-10

【D0I】：10.11870/cjlyzyyhj201804003

2014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54.77%，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也将随

之出现一系列如资源能源趋紧、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因此，国家近年提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

战略构想。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倡导“把生态承载能力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

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提出“城镇化必须进入以

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总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良性耦合才能全面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对城市发展既有支持作用也有限制作用，生态环境承载力特征也深刻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Zhou［1］，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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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2］，刘耀彬［3］，高顺成［4］，邓剑伟［5］等学者基于不同的系统功能方法构建了相异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但上述研究相

对重视对传统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质量的评估；张引［6］，阿荣［7］，叶露迪［8］，郭秦川［9］，王冬年［10］等学者在新型城镇化生态与

社会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但由于不同学者对新型城镇化本质理解不同，指标体系也存在值得诸

多相异，如大多数指标并未包括城乡自然环境等重要元素，忽视了新型城镇化的生态基础。国内学者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理论

研究主要从哲学、儒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等进行分析［11，12］，对其实践研究也已扩展到生态旅游、生态补偿、低碳生

活等众多领域之中，建立了基于生态承载能力目标的相关规划和管理新举措［13，14］，但遗憾的是理论研究并未对实践发挥积极的

指导作用；国外学者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理论研究主要从生态伦理观、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生态学和绿色政

治思潮、生态承载能力悲观论和乐观类等［15］出发，实证研究则包括了生态视角对文明的作用［16］、生态特征空间对社会承载能

力研究［17］、生态质量与承载能力关联［18，19］，国外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理论和实践的深度和范围相对来说较为均衡，且形成了

良性互动的促进作用。最后，按照“各态遍历假说”的观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时序演变规律可以由城镇化与经济

之间的关系和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表征。针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关系研究，方创琳［20］、宋建波［21］、张印［22］

等学者分别从不同尺度分析了甘肃、重庆、西安、长三角城市群等区域的相互作用，无论是从空间尺度上还是研究范式上均具

有典型代表性，指出生态环境与城镇化的曲线特征存在差异明显，耦合过程在时间发展序列上表现出低水平协调、拮抗、磨合、

高水平协调 4 个阶段，但耦合时序不一定重叠。上述研究虽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但由于缺少从理论根源上探究如何保障新

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协同发展，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推动两者的良性耦合。从根本上说，探讨新型城镇化与环境承载

力耦合协调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平等关系”的基本价值观和伦理观，而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观思想中的“稳定”、“美

丽”、“和谐”理念与生态承载力下新型城镇化内涵存在密切关联[23，24］。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经济中心，但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已严重制约了长三角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

载力。随着长三角经济密度的快速提升、交通网络体系完善以及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进一步凸显，

其中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和雾霾带来的跨行政区环境冲突已严重制约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25］

，因此，长三角新型城镇化

与生态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可以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样本。基于此，本研究拟从现代经济增长理

论和生态文明理论出发，依托研究主体的科学含义，构建一个复杂的耦合协调指标体系，立足于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观思想，深

刻剖析两者协同发展机制，力求对以往研究有所补充。

1、研究方法

1.1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应与新型城镇化内涵具有内在本质的关联性
［26］

，生态承载能力建设评价指标应与生态学内涵、生

态学法则及生态承载能力内涵具有内在关联性［27］。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评价”、“生态承载能力评价”为主题的文献归纳整合，

利用“热频指标”的相对密度、相对频度和相对优势度组成的指标重要性判定方法，参照指标的理论性和实际性应以最大可能

反映系统的功能和效益为原则，选取有代表性指标（表 1）。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不仅包括城区相关要素的发展水

平，还包括乡村相关要素的发展水平，主要包括 4 个准则层，分别是城乡自然生态质量、城乡服务设施质量、城乡经济发展水

平和城乡文化生活水平，共 21个三级指标，而生态承载力主要包括三个准则层，分别是生态环境稳定度、环境协调改善度和生

态文化制度建设等，共 18个三级指标。

表 1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新

型

城

城乡自

然生态

市辖区人均绿地面积（km2/人）

乡镇人均绿地面积（km2/人）

城乡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生

态

承

化生活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位）

R&D投人占 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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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化

质

量

城乡森林覆盖率（％） 载

能

力

城乡服

务设施

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km2/人）

乡镇人均道路面积（km2/人）

市辖区每万人医院床位数（个）

乡镇每万人医院床位数（个）

市辖区万人学校数量（个）

乡镇每万人学校数量（个）

城镇基本医疗参保人数比重（％）

乡镇基本医疗参保人数比重（％）

生态环

境稳定

度

人均水资源拥有量（m3）

人均耕地面积（km2/人）

年均气温（t）

年均降水量（mm）

水环境功能达标率（％）

城乡经

济发展

人均生产总值（元）

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比重（％）

城镇居民在岗职工工资（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乡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环境协

调改善

度

万元 GDP工业 S02排放量（万 1/万元）

万元 GDP工业废水排放量（万 t/万元）

万元 GDP工业烟尘排放量（万 1/万元）

规模以上企业 ISOMOO认证率（％）

清洁能源（天然气）普及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

工业污水集中处理率（％）

空气质量良好天数比重（％）

城乡文
教科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互联网用户数户

生态文

化制度

创省级生态县（市、区）个数（个）

创省级生态乡镇个数（个）

公众环境满意率（％）

图 1 长三角城市群地理位置

1.2数据来源

根据 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三角城市群主要包括了上海、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

州、南通、泰州八市和浙江省的杭州、湖州、嘉兴、宁波、舟山、绍兴、台州七市（图 1）。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

长三角各省市 2010～2016年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2016）》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0～2016）》；（2）

通过对公众的问卷调查及政府部门深度访谈，将结果进行系统整理后进行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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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综合功效函数

由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两个系统内指标间的量纲以及它们对系统的指向不同，为了消除数据间的屏蔽效应与量

纲差异，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1，22］

，具体如下：

式中：Dij为标准值；Xijmax为系统 i指标 j的最大值；xijmin为系统 i指标 j的最小值；Xij为系统 i指标 j的值。

综合功效函数计算依据各指标权重进行处理，指标权重确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在选用所有指标都作主成分分析的前提下，

利用各主成分的方差值作为权重，从而对各区域的新型城镇化系统和生态承载能力系统进行综合评价［21，22］。新型城镇化与生

态承载能力的综合功效是各系统内所有指标对该子系统的贡献的综合，可通过集成方法来实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式中：Wij为子系统 i指标 j的权重；Xij为系统 i指标 j的值。

1.4耦合协调度

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其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C 为耦合度；U 为各子系统的综合功效。由于本文度量的是两个子系统构成的耦合度模型，故 n=2。由于 U 的值介于

0～1 之间，由此决定了耦合度 C值也界于 0～1之间。当 0＜C≤0.3时，表明两系统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当 0.3＜C≤0.5时，

表明系统处于拮抗阶段；当 0.5＜C≤0.8时，表明系统进入磨合阶段；当 0.8＜C≤l时，系统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

协调是指系统演变过程内部各要素相互和谐一致的属性，协调度模型可以更好评判子系统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其计算

公式为：

式中：D 为协调度；C 为稱合度；T 为综合协调指数，它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的整体协同的效应或贡献；a、b 为待定权数，

由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同等重要，故取 a=b=0.5；U1、U2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承载能力子系统的综合功效。根据 U数值

的分布规律，协调度 D值也在 0～1之间：0＜D≤0.3为低度协调；0.3＜D≤0.5为中度协调；0.5＜D≤0.8为高度协调；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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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极度协调。

2、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格局分析

2.1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度空间分异

2010～2015 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地域单元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度差距较小，耦合度值从 0.466 到 0.667

分布不等，平均值为 0.515，整体处于拮抗阶段与磨合阶段的过渡期，反映出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力系统正向良

性耦合转变，其中最高的是江苏省苏州市，最低的是浙江省嘉兴市。通过相关调查可知，长三角城市群一方面通过优化重点区

域的城市空间布局形态，逐渐从城乡单要素、单中心模式转入城乡多元化、互补结合模式，改变传统的“摊大饼”方式，转向

“紧凑型”，另一方面，部分大城市通过产业转移或升级等手段对主要污染企业和高耗能企业进行异地搬迁，大城市加强对土

地利用强度有效控制时进一步变革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走“弹性专精”和“绿色”发展道路，上述措施共同促进了新型城镇化

与生态承载能力的良性耦合发展。从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区承载力耦合度空间分布可以看出，较高强度耦合区域主

要包括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和台州市，其中南京、苏州和无锡市属于较高强度耦合区，已经达到磨合阶段，而台州则是典

型的低水平耦合，根据系统功效函数可知，其质量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图 2）。从地理空间格局来看，耦合度高值区分布存在典

型“两级”特征（或集中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如南京、苏州、无锡等，或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如台

州、舟山、嘉兴等），这种分异特征充分显示了社会经济、空间区位、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新型城镇化因素与生态承载力系

统耦合的驱动作用。

图 2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度空间差异(2010～2015年)

2.2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承载力协调度空间分异

2010～2015 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地域单元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调度差异较大，协调度值从 0.048 到 0.338

分布不等，均值为 0.155，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其中最高的是江苏省南京市，最低的是浙江省舟山市。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

承载力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可以看出，中度协调区包括了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和湖州市，中低度协调区包括了南通、泰州、

嘉兴、舟山、宁波等五市，其余属于低度协调区（图 3）。通过与耦合度比较可知，耦合度高于协调度，且协调度的变化稍滞后

于耦合度的变化，这体现了耦合度强但协调度不一定强的变化规律，其产生原因可能与长三角各城市的发展进程处于不同阶段

有关，即不同城市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不同，仅仅是差异化影响并不能改变整体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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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长三角城市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部分城市如上海、常州、杭州、宁波等建设强度和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产业园区建

设也呈现高速增长模式，由此导致的部分高能耗和污染产业向城市集中，工业“三废”排放强度也相应增大，同时伴随着国内

人口转移流动趋势加剧，上述城市已成为吸引外来就业人口最主要的趋向区域之一，共同导致了城市生产、生活环境循环自净

能力萎缩。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的制约、限制和负反馈作用日益突出，使得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作用处于不协调的限制阶

段。还有部分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都较低，资源开发强度也相对较小，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还没有影响到生态

环境承载力问题，因而协调度稍高。

图 3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调度空间差异(2010〜2015年)

2.3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空间类型

综合市域单元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大小，同时对新型城镇化综合功效函数和生态承载能力综合功效函数的进行判定，可将长

三角城市群划分为 3种类型，分别是：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磨合区和新型城镇化-生态

承载能力中度耦合区，其中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又包括了生态承载能力滞后性拮抗区和新型城镇化滞后性拮抗区

（图 4）。

图 4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协调度类型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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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0〜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类型

新型城镇化综合功效 生态承载力综合功效 阶段与类型

上海 0.542 0.332 拮抗

南京 0.584 0.518 中度耦合

无锡 0.551 0.478 中度耦合

常州 0.415 0.56 磨合

苏州 0.512 0.5 中度耦合

南通 0.331 0.43 拮抗

扬州 0.363 0.562 拮抗

镇江 0.414 0.521 磨合

泰州 0.232 0.446 拮抗

杭州 0.413 0.66 磨合

宁波 0.233 0.445 拮抗

嘉兴 0.478 0.225 拮抗

湖州 0.526 0.476 中度耦合

绍兴 0.375 0.495 磨合

舟山 0.146 0.273 拮抗

台州 0.369 0.451 磨合

（1）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拮抗作用是指各个因子在联合作用时，一种因子能抑制另一种因子起作用，典型

特点是耦合度和协调度都较小，且差距较大。从系统功效函数可知，上海、嘉兴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功效函数值要高于生态承载

能力综合功效函数值，属于生态承载能力滞后性拮抗区，而南通、泰州、扬州、宁波、舟山生态承载能力综合功效函数指高于

新型城镇化综合功效函数，属于新型城镇化滞后性拮抗区。对于生态承载能力滞后性拮抗区来说，要充分考虑到人口、产业对

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在城市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协调产业、人口等经济因素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对于新型城镇化滞

后性拮抗区来说，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适当扩大城镇规模，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形态，合理吸引外来人口进城落户以提高城

镇人口比重，促进城镇化水平的稳步提升，同时也要保护好城市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增强城镇凝聚力。

（2）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磨合区。磨合是指各个因子联合作用时，一种因子能明显影响另一种因子起作用，但抑制

作用不甚明显，典型特点是耦合度和协调度差距较小，不存在显著负相关。绍兴、镇江、常州、杭州、台州属于磨合区，系统

正处于修复阶段，该类地区是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和产业相对密集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其对环境的影响作用也较强烈，

如何处理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是这类地区面临的关键问题。如能有效合理协调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关系，则磨合阶段可

以逐步向协调阶段过渡，如果不能有效合理协调两者间的关系，则磨合阶段逐步退向拮抗阶段。

（3）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中度协调区。中度协调是指系统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虽没有达到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

却是当前阶段最优态势，南京、苏州、无锡、湖州属于中度协调区，但值得注意的是，湖州与南京、苏州、无锡驱动机制和所

处阶段有很大不同。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已跨越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阶段，产业类型主要以高附加值、低污染的高

新技术产业和高级生产服务业为主，地方政府通过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与修复，已逐步走向经济与环境的初步协调。湖州市的经

济实力和城镇化水平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并处于中高级阶段，然而湖州生态环境良好，是全国首个地市级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经济发展并未对整体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当前阶段湖州的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也处于协调区。

3、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同发展机制分析



8

长三角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大体处于中賴合低协调状态，远未达到良好协调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协同发

展机制作进一步研究。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思想认为伦理学不能仅局限于探索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还应扩展到更大空间

尺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所拥有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力量需要用大地伦理来加以约束，并对破坏自然和环境的经济利己主义

和功利主义行动加以道德上限制
［24］

。大地伦理观倡导对局部空间的优化利用，重建人与自然的价值平衡，构建“人—社会—自

然”三位一体的框架等与当前中国的主体功能区发展理论的内涵存在本质联系，共同目的就是通过优化国土空间结构而实现“稳

定”、“美丽”、“和谐”的发展格局。2012 年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相继颁布了《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基于此，本研究在

分析主体功能区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系统性提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协同发展机制。

（1）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潜力，划分不同功能区域，改变“唯 GDP”论的国土空间利用

理念。由于区域的自然条件差异巨大，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空间结构，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区域的城镇化质量，还能加强区

域生态价值维持。《主体功能区建设/发展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

适宜居住和城市发展的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可以科学合理地安排城镇空间结构，提高城镇化的程度和质量，而对于限制和禁止

开发区，具有较强的生态保育价值，必须限制甚至禁止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针对不同区域制订考核指标，彻底改变

“唯 GDP”论的传统理念。

（2）根据不同功能区特点制定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政策。就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化发展来讲，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

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因而更需要因地制宜的采取不同的城镇化方式和路径。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一方面要

优化城镇空间格局，健全城镇体系，另一方面要合理控制城镇建设用地规模，防止“摊大饼”式趋向。限制开发区要促进城镇

合理适度发展，鼓励和引导人口向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有序转移。禁止开发区要严格控制区内符合功能定位的建设活动，

禁止工业化、城镇化开发。

（3）根据不同功能区特点确定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生态承载能力建设方向。生态承载能力建设作为城市复合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与当地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寻求符合自身特征的生态承载能力建设方向和措施。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

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高，生产和生活污染排放大，因此要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保障居民环境安全。限制开发区主要

分布在基本农田板块等相似区域，一方面要提高水源涵养能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要贯彻国家相关政策，加强生态环

境修复，保证生态系统完整性。禁止开发区要以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为主要责任。

（4）积极构建既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又有利于生态承载能力建设的双赢机制。优化国土空间利用是推进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

力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任何一种城镇化的发展思路以及生态承载能力建设战略都要经由国土空间利用规划来得以贯彻与

实施。优化开发区重点要保护好城市之间和城乡结合部之间的绿色开敞空间，既能构建复合城乡生态空间系统，又能充分优化

城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重点开发区要有条件地发挥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优势，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还要继续提高资

源环境承载力。限制开发区应以划定生态红线为基础，切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逐步减少在不适宜区域内的各类建设

和开发活动所占用国土空间，使得生态环境保持水平应高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禁止开发区要严格禁止工业化和城镇化，集中主

要力量保护自然文化生态资源，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保留绿色空间。

大地伦理观和主体功能区建设虽然存在理论关联，但实践过程仍需相关支撑条件。大地伦理观强调的“稳定”、“美丽”、

“和谐”的终极目标与主体功能区突出的“自然”、“社会”、“关系”的措施在博弈过程中，如果存在正向作用，则能有效

实现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耦合，反之则是劣性拮抗。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新型城镇化的中度协

调阶段已经折射出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其提升空间越来越小，否则必将使区域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倒退，并给生

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主体功能区通过分析资源环境承载力构建新的国土空间结构，进而衍生到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等经济

要素的空间布局，最终目的是减少城镇化发展给地区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因此，目前缓解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

境制约的有效途径是坚持主体功能区的空间优化模式，提高对城市建成区生态优化的意识，不断增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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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地伦理观与主体功能区互动的理论框架

4、结 论

通过构建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三角市域单元的新型城

镇化水平与生态承载能力建设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空间分析，研究发现：

（1）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度在 0.466～0.667之间，均值为 0.515，整体处于拮抗阶段与磨合阶段

的过渡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调度差异较大，协调度值处于在 0.048到 0.338分布不等，均值为 0.155，总体处于低

度协调阶段。

（2）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协调空间类型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磨合区

（绍兴、镇江、常州、杭州、台州）、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上海、嘉兴、南通、泰州、扬州、宁波、舟山）和新

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中度协调区（南京、苏州、无锡、湖州）。

（3）在利奥波特大地伦理观思想的基础上，研究提出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潜力，将研究

区域划分为不同功能区域，通过改变“唯 GDP”论的国土空间利用理念而制定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政策和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生

态承载能力建设方向，为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良性耦合机制提供新视角。

运用物理学的耦合度公式进行耦合协调分析，首先要加强研究框架的构建，需要建立一个既具有代表性又较为全面科学的

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虽然按照一定的科学依据建立了指标体系，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这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其次，耦合协调

度只能从数值分布的规律上看出二者在规模上的同步性，而无法看出其内部的交互关系，因此还必须辅之对系统内部结构的分

析，这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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